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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它与儒家和道家一起,共同造就了宋代“以佛治心,以道治

身,以儒治世”的文化形态。三种文化尤其是儒禅文化互相融合,对宋代禅宗的嬗变和文学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哲学层面看,两宋儒禅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对立到高度融合,再到对儒学淑世精

神吸纳,直至渐趋式微的嬗变过程;从诗学层面看,两宋僧人诗学深受儒学影响,呈现出以儒谈诗,
强调道本文末,重视语言文字,追求平淡自然诗风等的儒学化倾向;从创作层面看,两宋僧诗除阐释

佛教义理外,还宣扬忠孝节义,强调道德教化,关注现实,具有较强的淑世精神,在内容和风格上呈

现出不断向儒家靠近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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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释道三家是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流

派,在唐宋时期获得巨大发展。唐五代是儒释道三

教并存并逐渐合流的时代,而进入两宋,其合流的趋

势进一步加强,儒释会通与“三教互补”成为思想文

化的潮流。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宋代乃三

教融合的完成时期。但学界普遍认为,所谓三家融

汇,更主要体现在儒释两家,两宋包括新学、蜀学、濂
学、关学、洛学、闽学、心学等在内的新儒学流派在建

构本学派学术体系时,都不同程度接受过禅学的影

响,尤其是以入世为特征的程朱理学受禅宗影响巨

大。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便认为:“大儒朱熹受二程

以后禅之影响,而大成道学。如陆九渊殆融合禅儒

立一家之学,以至为王守仁之先驱。”[1](P159)这种认

识或评价大体符合宋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宋代

文学广泛接受禅宗影响是显而易见之事,学界关于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已经是汗牛充栋,见多不怪了。

但纵观关于两宋儒禅融会问题的研究,却存在着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从哲学思想上,多强调禅宗

在内容及思维方式方面对新儒学的影响,而对儒学

给予禅宗嬗变的反向作用重视不够;二是在诗学观

念上,一味强化“以禅喻诗”的诗学原则,一定程度淡

化了儒家传统诗教对禅宗诗学的影响;三是在诗歌

创作上,重文人之诗而轻僧人之诗,即便对诸如“九
僧”、智圆、惠洪等僧人诗有所关注,其重点亦倾向其

具有宗教色彩的作品,讨论其“借诗悟道”的特征。

事实上,任何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相互的,尤其在特

别重视儒家文化建设的赵宋王朝,以程朱理学为主

体的新儒学绝不甘心只是充当禅宗的配角,而是充

分利用佛学思想的有力武器展开对禅宗的批判,以
达到主宰宋代学术界、思想界的目的。有鉴于此,本
文试图转换一个角度,将两宋禅学和禅诗放在宋代

儒学演变的语境下加以观照,展示禅宗因受到居于

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压力而发生的新变,以
及在诗学观念、诗歌创作上的诸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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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宋儒禅关系的演变

禅宗乃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中国思想史上占

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禅宗经过唐代的发展之后,至
两宋进一步走向繁荣。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

和道家一起,共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造就了中

国独有的三教融合的文化形态。对宋人而言,“以佛

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是文人所抱持的基本观

念。三种文化尤其是儒禅文化互相融合,对宋代哲

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初统治者虽然对释道等宗教思想保持一定程

度的宽容态度,并组织官方和民间力量翻译佛经道

藏,促进了佛教在太祖、太宗、真宗时代的广泛流传,
但出于强化皇权、重振国家权威和加强思想统一的

目的,从仁宗朝开始,针对佛教势盛、儒学颓废的局

面,儒家学者从复兴儒学的角度出发,继承中唐韩愈

的排佛精神,对与儒学鼎足而立的佛、老展开猛烈批

判,此所谓“天下士大夫争以排释、老为言”[2]。前有

柳开、孙复、石介等提倡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排诋

佛道对儒家礼教的破坏。如孙复《儒辱》认为佛教

“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

乱矣,以之使人贼作矣”[3](P37),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

危害,必须加以严厉排斥;石介则以古老的“华夷观

念”对佛、道加以批判:“佛、老以夷狄之教法乱中国

之教法,以夷狄之衣服乱中国之衣服,以夷狄之言语

乱中国之言语,罪莫大焉。”[4](P71)“总的看来,北宋前

期儒家的反佛,主要集中在礼仪风俗、夷夏之辨、儒
家伦理及其佛教对国家财力的危害诸方面。”[5](P24)

后有欧阳修、张载、二程等思想家,前赴后继,掀起声

势更为浩大的反佛排佛运动。欧阳修所撰写的《本
论》被视为宋仁宗时期最富战斗性的辟佛著作之一,
其中有云:“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
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常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

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

可去耶? 盖亦未知其方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
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6](P121)

文中全面分析了佛教在中国长期兴盛不衰的原因,阐
明历代虽辟佛不断,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

愈炽”的根源在于“未知其方”,并提出了“使王政明

而礼仪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的改革良方。
面对主流社会儒家学者对佛教禅宗的攻击与排

斥,为维护佛教的学术和宗教地位,更是为了生存,

宋初以智圆(976-1022)等为代表的僧人著书立说,
通过对道统论、儒家经典、中庸思想以及文学革新理

论的认识和探索,对儒家学者的反佛思想和排佛行

为予以回击。其主要方法是从理论上将儒佛思想沟

通融合,强调儒佛“言异而理贯”“本同而迹异”,从实

践上强化佛教“正人心,辨邪正”、劝善惩恶的教化功

能。释智圆是宋初第一个站出来迎接儒家学者反佛

挑战的一代名僧。他自号中庸子,自幼喜读儒家书,
有极高的儒学修养。他针对儒释交锋中出现的“世
有限于域内者,见世籍之不书,以人情之不测,故厚

诬于吾教;世有滞于释氏者,自张大于己学,往往以

儒为戏”的问题,首倡三教融通:“释道儒宗,其旨本

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7](P99)他认为儒释互为表

里:“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伸迁善远

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

教,故谓之内典也。……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

乎!”[7](P110)在两宋思想发展史上,他第一个提出“修
身以儒,治心以释”的主张。他对儒家经典《中庸》的
解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陈寅恪先生称其“于宋代

新儒家为先觉”[8](P252)。钱穆先生亦云:“唐李翱以

来,宋人尊中庸,似无先于智圆者。”[9](P30)智圆借助

对儒家经典《中庸》的阐释解读,试图沟通儒家中庸

之道与佛家中道义学,从而为宋初儒佛思想的相互

渗透、沟通做出了积极贡献。他还以佛教的五戒比

附儒家伦理的五常,认为“五戒与五常同归”[10](P539)。
这些做法,客观上促进了宋初佛教的儒学化,为佛学

的生存与发展争得了空间,同时也影响了宋代新儒

学的形成。孙昌武对其在儒释思想交流史上的贡献

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以佛教徒身份而热衷儒事,明
确提倡儒释合一,体现了当时儒释双方理论相融的大

趋势,又代表了教团内部出现的一种新思潮。”[11](P121)

宋初以“太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佛学

的排斥出于重建儒家文化秩序的政治目的,但因其

对禅学本身的了解相对有限,故其使儒佛关系处于

尖锐对立的状态。从北宋中后期开始,随着文人士

大夫与僧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文人对禅宗的了解

亦愈加深入,并通过吸收禅学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造,
以建立新的儒学体系,从而形成了影响宋代哲学、文
学和诗学的禅悦之风,甚至造成“儒门淡薄,收拾不

住,皆 归 释 氏”[12](P954),“近 来 朝 野 客,无 座 不 谈

禅”[13](P470)的局面。张方平、司马光等人的感叹充分

说明,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儒禅关系发生了

新的变化。
而造成这种改变的关键人物当属释契嵩(1007-

·501·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5月

1072)。作为北宋中期力挽反佛狂澜,提倡儒佛会通

而扭转儒佛关系乾坤的最有力者,“契嵩并不是单纯

修习禅法的普通禅僧,而是精通儒典、能文善诗、熟谙

应酬的一代文僧,具有宗教活动家的风范”[10](P542)。
有趣的是,契嵩的生卒时间与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

者欧阳修完全重合,而欧阳修正是当时排佛最激烈

的人物。作为一个饱读儒家典籍的方外之人,契嵩

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儒家经典进行探索,奋笔作《原
教》《孝论》等,与当时排佛人士辩论,为佛教争取生

存发展的空间。契嵩有关儒释会通的思想十分丰

富,张立文先生将其概括为“五戒”与“五常”等同、以
善恶论性情、盛称“中庸之道”、赞颂儒教“五经”、以
孝道为戒律和会通佛法与儒术等六个方面。[10](P545)

据《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记载:“当是时,天下之士

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东南有章表民、
黄聱隅、李泰伯,尤为雄杰,学者宗之。仲灵独居,做
《原教》《孝论》十余篇,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

说。”[14](P1)他认为,性命之学乃佛教的专利,但又是

儒释道三者共处的理论基础,儒家于性命之学存在

理论不足,只有《中庸》可以弥补儒学在这方面的先

天不足。故他力图通过对《中庸》思想的系统阐发,
而为佛儒在“心性义理”之学方面的渗透与融通奠定

更加坚实的基础。他曾作《中庸解》五篇,系统地阐述

了他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佛教信徒对中庸

思想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认识,以儒家“性命之学”阐发

佛学命题:“夫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
其诚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国者,
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为也?”[14](P50)他不

仅将中庸思想的伦理纲常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加以认

识,强调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而且推

广至佛、道领域,“由此出发,整个儒、释、道三家在心

性义理这一点上,被彻底打通了”[15](P375)。他站在佛

学的立场重读儒家经典,从理论上阐述二者的密切

关系,既充分认识到儒学修身化民的治世功能,又肯

定佛教在“内益于圣贤之道德”“外助于国家之教化”
的治心价值。除通过著书立学弘扬佛法外,契嵩还

借助上书朝廷以获取支持,弘扬佛法。《镡津文集》
中保存有多篇这类作品,如《万言书上仁宗皇帝》《再
书上仁宗皇帝》《上韩相公书》《上富相公书》《上张端

明书》《上田枢密书》《上曾参政书》《上赵内翰书》《上
吕内翰书》《上欧阳侍郎书》《上曾相公书》等,都是为

了阐述“儒佛之教,同归乎治”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契

嵩儒释融会思想。
提倡儒释融通是北宋前期僧人抗击儒者排佛的

共同方法,而利用对儒家经典的禅学化解读成为智

圆、契嵩等禅学大师破解佛教困境的基本手段。他

们通过从理论上对禅学和儒学关系的讨论,强调儒

释两家在“化民”“迁善远恶”方面的一致性,辨析其

一主“治世”、一主“治心”的差异性,从而为儒禅两家

思想的融合寻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也为北

宋后期士大夫阶层出现禅悦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契嵩的儒佛融通思想在儒学界和宗教界产生

了巨大影响。从佛教一方看,针对儒家效法欧阳修

古文而排佛、元和徽宗废佛等情况,大觉怀琏禅师、
释永道等或以儒释“道则一耳”劝阻排佛者,或反复

阐明佛教“教人为善”“阴翊王度,有功斯民”而劝谏

帝王。从儒家士大夫方面言,这一时期包括富弼、张
方平、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吕公著、王安石、苏
轼、黄庭坚等在内的士大夫文人皆留心释典,热衷禅

学,与佛教僧人来往密切。随着北宋中期儒佛“同归

于治”“以儒治世,以禅修心”观念的逐步形成,儒禅

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为北宋后期至南宋中期儒佛进

一步渗透、沟通及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

基础和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大慧宗杲(1089-1163)是禅学发展史上一位重

要僧人,是两宋之交佛教儒学化的代表人物,是使儒

释关系发生新变的关键性人物。他促使两宋儒禅互

融互摄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他所生活的前期正是

禅悦之风盛行,宋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后期则经历

金人灭宋、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历史巨变,儒学大谈

“尊王攘夷”,从思想领域对佛教展开新一轮攻击的

时期。在以二程弟子为主体的儒家排佛浪潮中,宗
杲为缓解儒释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关于儒禅关

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功能上

宣扬儒佛一致,二是在伦理思想上强调“忠义心即菩

提心”。就前者而言,宗杲提出“儒即释,释即儒;僧
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16]的命题,强调在世

俗生活中修禅学佛。这在南渡后宋金战争背景下直

面社会和民族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反映了传

统学术思想和儒释关系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从后者来看,宗杲以方外僧人的身份

提出了“忠义心即菩提心”的观点:“菩提心则忠义心

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

打就,无少无剩矣。予虽学佛者,但爱君忧国之心,
与忠义士大夫等。”[17](P911)宗杲是有着强烈社会关怀

意识的僧人,在国家民族蒙受危难时也可以挺身而

出,和社会融为一体,同时也实现了入世与出世圆融

的理想。这体现了其伦理思想鲜明的儒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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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宗杲的禅学,各个时期表现的冷热形式有很大

不同,但忠君爱国之情始终如一。”[18](P436)“宋代佛教

引进‘天下国家’和‘忠君忧时’,开辟了古代佛教爱

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途,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有

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8](P483)

宗杲的禅法改革得到许多士大夫的支持,从而

为南渡前后禅宗儒学化扫清了障碍。但作为佛教中

人,宗杲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复兴后在理论上存在着

一定优势:“我出家儿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内打出。
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内打出者,其力强。强者谓

所乖处重,而转处有力;弱者谓所乖处轻,而转处少

力。虽力有强弱,而所乖则一也。”[16]这说明,随着

南宋中后期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体系建构的完

成,体制更加完备,禅学曾具备的理论优势不再,禅
学日趋衰落便不可避免。陈植锷认为:“到此为止,
儒学之于佛学,在宋学家手中己经转到了反守为攻

的主导地位,释氏传入东土之后长期以来辛辛苦苦

经营起来的性理之学,被一古脑儿地搬到了宋学之

中,反过来很快落到了自惭形秽的下风。”[15](P382)自
此以后,儒佛攻守易势,宋代学术形成以儒学为主、
以佛道为辅的新格局。

南宋中后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全面进入反省

与总结的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佛教理

论进行全面批判与总结,建构出完整系统的儒学思

想体系,并最终登上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标志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儒家在理论上终于战胜了佛

教。这种强弱地位的转换,使得佛教独立生存的空

间更加逼仄,因此,攀附理学进一步儒学化甚至道学

化,成为晚宋禅学无法逃避的必然选择。
方立天先生说:“中国佛教学者绝大多数在出家

以前,是先受儒家学说的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的熏

化,然后学习、钻研、接受佛教理论。”[19](P414)这种经

历,导致两宋禅宗无法割舍与传统儒学的精神联系,
从而形成儒中有禅、禅中含儒的学术奇观。宋代是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深刻转型的时代,针对两宋

此起彼伏的排佛浪潮,一批新型学僧“企图从学理上

调和、沟通儒、释,据此来阐发佛说的价值,争取佛教

的地位”[11](P106)。他们通过对儒家经学、古文运动、
中庸之道、心性义理之学、忠义思想等的深入研究和

不断吸收,使佛学不断儒学化,推动了宋代学术的发

展和新变,使宋代学术最终形成“以佛修心,以道养

生,以儒治世”的完整逻辑结构和知识体系,进而影

响了两宋诗学建构和诗歌创作的嬗变。

  二、两宋诗僧诗学的儒学化倾向

儒佛融合交流导致禅宗不断儒学化,也促使两

宋僧人诗学和诗歌创作发生重大转型。佛教发展到

北宋中叶,进入到文字禅的时代,号称“不立文字,教
外别传”的禅宗一变而为“文字禅”,僧人写诗、论诗

成为一种潮流。僧人的“借诗悟道”与文人士大夫的

“以禅喻诗”共同造就了宋代诗学和诗歌的繁荣。
僧人论诗大约起于唐代,皎然《诗议》《诗式》、齐

己《风骚指格》《二十式》等都是较为著名的论诗著

作。至两宋,随着“文字禅”的兴起,论诗的僧人作家

更多,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20]收录了文莹、
契嵩、道潜、普闻、惠洪、永颐、文珦、宗杲等僧人较为

系统、丰富的诗论,另外包括智圆、宝昙、居简、物初

大观等在内的诗僧亦不时发表对诗歌的看法。两宋

僧人的诗学思想比较庞杂,就其儒学化倾向而言,有
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内容上强调儒家传统诗教,二是

在文学审美上标举雅正诗学观念。二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这体现了禅宗诗学在功能和本体论方面,既
接受儒家诗学的影响,也尽量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智圆可谓宋初僧人论诗提倡重教化、崇雅正导

乎先路的重要人物。与两宋儒者论诗一致,智圆讨

论诗歌亦溯源儒家经典,以《诗经》作为写诗的根本

原则和标准:
夫《诗》之道本于三百篇也,所以正君臣、明

父子、辨得丧、示邪正而已。洎乎王者之迹熄而

《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后世屈、宋、李、
苏,建安诸子,南朝群公,降及李唐,作者不一,
而辞彩屡变,骋殊轨辙。得之者虽变其辞,而且

无背于三百篇之道也;失之者但务嘲咏风月,写
状山水,拘忌声律,绮靡字句,于三百篇之道无

乃荡尽哉![7]

他强调诗歌应该发挥“正君臣、明父子、辨得丧、
示邪正”的功能,提倡诗歌要通过“善善恶恶”而“厚
人伦,移风俗”的教化目的。

智圆特别重视诗歌的美刺传统,常常在其诗中

表达对儒家诗教的皈依。他肯定新乐府诗人白居易,
认为其讽喻诗“下视十九章,上踵三百篇。句句归劝

诫,首首成规箴”[21](P940),推崇与他有同样诗学旨趣的

保暹:
 

“人文粲六经,四术诗其先。仲尼既云删,炳然

列风雅。厥旨幽且微,受之唯子夏。……旨哉
 

《天目

集》,四海争传写。上以裨王化,下以正人伦。”[21](P922)

受其影响,后之文学僧多强调诗歌创作的教化

功能,如契嵩禅师认为写诗作文的宗旨应该是“发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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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辨政教”。从此原则出发,他对李白的乐府诗予

以高度评价:“余读《李翰林集》,见其乐府诗百余篇,
其意尊国家,正人伦,卓然有周诗之风,非徒吟咏情

性、咄呕苟自适而已。……观其诗,体势才一思如山

耸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穷极,苟当时得预圣人之删,
可参二雅,宜与国风传之于无穷,而《离骚》、《子虚》
不足相比。”[14](P207)他称赞唐僧皎然诗“上跨骚雅下

沈宋,俊思纵横道自全”[14](P260)。直到晚宋时期,道
璨更是将儒禅融合作为自己诗学体系的思想基础,
要求诗歌必须密切关注现实社会,有助于世道的治

理和人心的教育陶冶:“风雅大道,与天齐休,可兴可

怨可群,昔者圣人尝以教其子矣。后世为诗者不本

圣人之学,气淫声亵,争相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

流。”[22](P515)他提倡“风雅大道”,重视发挥诗歌具有

的“兴观群怨”的传统功能,反对诗坛“浮淫新巧”的
形式主义诗风。

惠洪身为高僧,论诗的主题却常常表现出浓厚

的儒家色彩,表明其受儒家传统诗论的影响较深,如
其主张怨而不怒,温柔敦厚,认为“《北征》诗识君臣

之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23]突出了

杜甫忠君的拳拳之心。
“雅正”是两宋僧人诗学共同追求的目标。道璨

在《江湖祭云太虚》中云:“始而博之以儒学,中而参之

以圣教,终而约之以至道。故其发而为文则浑而厚,
变而为诗则雅而正,溢而为骈俪则华而滋。”[22](P422)这
说明,与儒家学者一样,僧人亦认为雅正强调内容和

形式的完美结合,因此它并不否定文辞的价值。智

圆便十分重视文的作用:“愚窃谓文之道者三: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文之本也;功,文之

用也;言,文之辞也。……故愚尝以仁义之谓文,故
能兼于三也。”[21](P921)在他的观念中,文兼具“立德”
“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综合功能。但他对齐梁“永
明体”、唐代律诗及“逮于今”的纯粹模山范水而无关

“教化”之作,则给予激烈批评:“洎齐、梁而下,限以

偶对声律,逮于李唐,拘忌弥甚。故有辞有余而理不

足,理可观而辞无取,兼美之难,不其然乎!”[21]站在

诗文革新的立场,以儒家诗道说诗论文,反对以声律

对偶、浮靡侈丽为能的西昆体末流,是其“三教同归”
思想在诗学上的反映,具有时代意义,值得肯定。

受儒家传统诗学影响,宋季诗僧物初大观(1201-
1268)亦充分认同诗歌的价值和作用:“夫诗之用大

矣。君臣赓歌,告功神明,遣往劳还,皆用也。岂徒

写景状物以自陶冶而已?”[24](P776)他在《无文印序》中
谈及无文道璨的作品时云:“余得而备览之,简而足,

繁而整,于理脱洒,于事调鬯。盖假文以明宗,非专

文而背宗也。……余谓无文从事乎笔墨间,文采粲

然矣。”[24](P772)他强调“文”在传道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从而为提倡“文字禅”的僧人“以文字为佛事”的
合理性加以辩护。这与人们印象中僧人作诗不重视

语言,不讲究文采大相径庭。

  三、两宋僧诗的儒学化

禅宗本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其特征,但在

有宋重视学问、偏好读书的社会氛围中,为了赢得话

语权力,一些有危机意识的禅学宗师推崇文字禅,并
借助诗歌阐扬儒禅融通思想,达成“借诗言禅”“以诗

语道”的目的,从而促进了宋代僧诗创作的繁荣。
文人释子相与过从是唐宋时期的一大社会风

气。僧诗也成为中国诗坛特殊且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僧号能诗,代不乏人”。宋代姚勉曾有言:“汉
僧译,晋僧讲,梁、魏至唐初,僧始禅,犹未诗也。唐

晚禅大盛,诗亦大盛。”[25]但唐代僧诗除齐己、贯休

等少数诗僧稍有名气外,难称繁盛,而宋代仅《全宋

诗》《全宋诗补》便收录诗僧912人,诗歌2万多首,
加上其他辑录,总数达3万首之巨。两宋不仅僧人

僧诗数量众多,且有诗文集传世的,据高慎涛统计,
仅北宋有诗集传世之僧人便达41家之多。[26]南宋

亦不遑多让。两宋不仅僧诗数量远远高于唐代,且
出现一批堪与士大夫诗人相媲美的诗僧,如北宋的

“九僧”、智圆、道潜、惠洪,南宋的宝昙、居简、大观、
道璨等,都是当时引人瞩目的诗坛名家。

智圆是宋初站在儒家教化立场说诗论文的代表

性僧人,其《闲居编》中多有崇尚教化、美刺现实之

作。他曾《湖西杂感诗并序》中如此阐释自己作诗目

的:“湖西杂感诗者,中庸子居西湖之西,孤山之墟,
伤风俗之浮薄而作也。虽山讴野咏,而善善恶恶,颂
焉刺焉,亦风人之旨也。”其“伤风俗之浮薄”,正与

《诗大序》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国史明

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的
儒家诗教别无二致。他通过20首诗充分阐释了儒

家礼教的重要性与为人处世的原则。它如《思君子

歌》表达作者对具有“开口揄扬皆圣贤,满腹包藏尽

仁义。修辞复古振淳风,折滥触鳞章直气”儒者气象

之君子的期待;《雪西施》以辩证眼光肯定西施灭吴

的功劳;《昭君辞》以“静得胡尘唯妾身,汉家文武合

羞死”这样的诗句赞美昭君和亲的伟大贡献,在其身

上注入儒家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
《读史》抒发对申包胥、鲁仲连、伯夷等忠孝仁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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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赞美。智圆作诗也始终坚持上逮骚雅、以讽喻为

旨,即使惨遭时人嘲笑也在所不惜,其《言志》云:“畴
昔学为诗,模范风雅词。立言多讽喻,反为时人嗤。”
这体现出智圆诗积极入世、关注现实的儒学化特征。

道潜字参寥,是北宋中后期最著名的诗僧之一,
也是宋代仅有的六位别集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僧人

之一,有《参寥子诗集》12卷传世。方回《瀛奎律髓

汇评》评价说:“诗僧宋代首推参寥。”[27]道潜从小具

有学习儒家经典的经历。他在《秋日西园》其四中对

此有过具体描述:“忆昔少壮时,意气摩云霓。游心

黄卷间,岂顾白日西。”由于受儒学影响颇深,加上一

生多与文人士大夫来往交流,即使出家为僧,其思想

亦无法避免时时流露出较为鲜明的儒家色彩,并在

其诗中得到体现。其《次韵李端叔题孔方平出斋壁》
云:“仲尼道流高千古,老子微言冠百家。”其《南康与

曾子宣内翰》云:“遥想英雄济川手,壮怀宁复畏倾

摇。”其《赠权上人兼简其兄高致虚秀才》云:“翘然双

干秀一门,儒释殊科道无异。一操经术游广文,一事

瓶盂寻祖意。功名生死两俱彻,论报君亲各无愧。”
此外,他还不忘世情,关心苍生困苦:“寒炉燃豆萁,
光焰时起灭。布被拥娇儿,从渠踏里裂。老翁寝不

寐,辗转念鹅鸭。篱落易穿窬,孤狸恐惊发。”(《次韵

黄子理宣德田居四时》之四)其挚友苏轼《参寥子真

赞》说他“枯形灰心,而喜为感时玩物不能忘情之

语”[28](P639),可谓知言。清代诗评家查慎行亦认为:
“参寥诗却有士气,故佳。”[27]可见道潜诗歌的价值

就在于,以一个出世僧人的身份,却时时保持与现实

世界的联系;虽然喜与士大夫交往,却常常将目光投

射到底层民众,关心他们的痛苦与悲伤。
“僧诗之妙,无如洪觉范者。”[29]惠洪是两宋影

响最大的诗僧之一,现存诗歌1800余首。他虽然也

写过表现佛理禅思的作品,但似乎更擅长表达世俗

士大夫的情怀。如《上元诗》:“上元独宿寒岩寺,卧
看青灯映薄纱。夜久雪猿啼岳顶,梦回清月上梅花。
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却忆少年行乐

处,软红香雾喷东华。”充满对世俗热闹生活的关注

与向往,以至王安石读到“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

心未到家”时,笑称其为“浪子和尚”(《能改斋漫

录》)。惠洪的诗摆脱道性的桎梏,以凡心俗性描写

自然人性,张扬人类情欲生活。正如覃召文所言:
“宋代之后的僧诗渐渐地走向世俗化,并越来越与文

人的诗歌融通起来。考察这种风气的变化,仲殊、惠
洪的创作实在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30](P178)其在僧

诗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契嵩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之

中,如讨论儒家学说的《辅教编》《皇极论》《中庸解》
《论原》等,反驳韩愈排佛思想的《非韩》三十篇等。
从契嵩的90余篇诗歌的内容看,其主要集中在对自

然景物的描写和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两个方面,其中

亦不乏关注现实的作品,如《感遇》九首之四:
天威不到处,干戈动边鄙。将军奋威猛,英

雄势随起。纷纷出榆关,肃肃秋色里。白马冒

黄云,清霜厉严旨。少壮羽林儿,务能莫多喜。
好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寄言飞将军,妙略应

无比。志在报君恩,岂为黄金死。丈夫身许国,
慷慨当如此。宁教太史书,轻笑鲁连子。
此诗描写当边境战事之起,将士奋勇当先奔赴

战场的情景,并希望战士能够舍生忘死、浴血奋战、
忠君报国,表达了契嵩虽然身处世外却心忧天下、忠
君爱国的儒家古仁人志士的世俗情怀。后世对契嵩

诗歌的关注虽然不多,但评价颇高,如释怀悟曾言:
“其所为之诗,虽不甚丰浓华丽,而其风调高古雅淡。
至其写志抒怀,有迈世凌云之风,亦可想见其人

也。”[14](P297)肯定其诗在内容上的“写志抒怀”和风格

上的“高古雅淡”,高拔胜迈,绝出古今。
宗杲是两宋影响最大的禅僧,并开创大慧一派。

一般认为,大慧派具有独特宗风,一是“看话禅”,二
是“忠义心”。宗杲所作诗多属阐释佛禅思想的偈

颂、颂古等,其他类型的作品不多,但这并不妨碍他

的爱国情怀的表达。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得

胜班师回朝,年逾古稀且在病中的宗杲得此喜讯,欣
然作偈云:“氛埃一扫荡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

出世间俱了了,当阳不昧主人公。”其欣喜豪迈之情,
直与诗圣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相媲美。

虽然这类表现“忠义心”的作品在宗杲本人的诗

中只是偶尔一见,但对其弟子们的诗歌创作却影响

甚著。如其法嗣宝昙(1129—1197)曾作《寄张钦夫

之严州》二首,称赞主张派理学家张栻的爱国情怀:
“试与专城定著勋,何曾闲冷坐忘君。旧来云梦元无

际,此段风流独有闻。世故自怜生仲达,人谁不念故

将军。等闲莫露鞭笞手,准拟羝羊或败群。”居简

(1164—1246)作《诗挽史魏公》五首,称赞史浩“抱负

元惊世”“器业真王佐,词章动帝宸”“递奏逾金石,斯
文粲日星”“时方相司马,吾不愧玄龄”,高度赞扬了

史浩对国家社稷的贡献。大观(1201—1268)
 

禀承

大慧派“忠义”宗风,
 

作《读龙川文有感》赞扬爱国词

人陈亮的忠义精神,表达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京
洛羶风日日吹,九疑望杳断云飞。请缨雪愤男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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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龙川一布衣。”元肇(1189—1265)有《上水心先

生三首》,用“闻道治平犹草奏,向来持论不和戎。匪

伊再人修门去,只有孤忠与昔同”“华发萧骚减带围,
可胜忧国更伤时”等诗句,大力赞扬叶适主张抗战、忧
国伤时的壮举。善珍(1194—1277)《吴歌》借历史上

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杜甫表达自己的忠义忧时之

思:“君不见,杜老行吟曲江曲,楚臣羁思蘼芜绿。世

知忠义铸伟辞,不知正是阮籍唐衢哭。”大慧派诗歌

“忠义”宗风在南宋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有明一代。
总体上看,北宋僧人为了自我学术的生存与发

展,其诗多借助对儒家圣贤、贤能之士的歌颂和对儒

家思想的阐扬,实现禅学与儒学交融会通的目的;而
南渡之后,随着宋金民族矛盾的加深和主战与主和

矛盾的尖锐,僧人无法置身事外,便积极投身现实之

中,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通过诗歌描写民生疾苦,
反映政治军事斗争,表达爱国情怀,从而将僧诗推向

一个全新的境界,实现了儒禅文化的空前融合。
综上所述,两宋是儒禅全面融会的重要时期。

从哲学层面看,两宋儒禅关系经历了从北宋前期儒

家学者辟佛反佛的紧张对立,到北宋中后期的禅悦

之风盛行,彼此高度融合,再到南宋前期禅宗对儒学

淑世精神吸纳,直至晚宋因攀附濂洛学术而渐趋式

微的嬗变过程。从诗学层面看,两宋诗僧关注诗艺,
留下大量相关论述。其诗学深受儒学影响,呈现出

以儒谈诗文,强调道本文末,重视语言文字,追求平

淡自然诗风等的儒学化倾向。从创作层面看,“僧号

能诗,代不乏人”。其诗歌创作受儒家文人士大夫的

影响。两宋僧诗在主题上除阐释佛教义理外,还宣

扬忠孝节义,强调道德教化,关注现实民生,忧国忧

民,具有较强的淑世精神;在艺术上倡导诗歌的禅趣

化,虽为禅语,却合诗旨,在内容和风格上呈现出向

儒家不断靠近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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